宋代法律

1、 中華法系的特色

國家的存在與法律

韋伯觀點，法律應定位於「工具理性」，而法律與社會「行動」的關連如下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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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唐律與宋律

3、 宋代法律的新精神

(一)、「繼絕存亡」之禮義用之於家 

端拱元年(988)安崇緒告繼母馮氏，馮氏與父(安知逸)離異後，侵奪家產與馮氏所生女。大理寺依律，判定安崇緒「訟母罪死」。大理寺是宋代最高司法機構，然而宋太宗裁復，認為有疑情，而判大理寺張佖堅持己見，太宗將該案下臺省集議。
給事中徐鉉舉出鐵證，證明阿馮與安知逸並未離異，
若此一見解被採納，則安崇緒所犯，不只是「訴母罪」，而且是誣母罪。徐鉉支持大理寺的原判說：「並無離異狀，況不孝之刑，教之大者，崇緒請依刑部、大理寺元(原)斷處死。」然而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持不同的觀點：

議曰：據法寺定斷，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，便合處死，臣等深為不當。
若以五母皆同，即阿蒲雖賤，乃是安崇緒之親母，崇緒本以田業為馮強占，(A)親母衣食不充，所以論訴，(B)若從法寺斷死，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，(C)阿蒲處何地而託身。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，馮亦合與蒲同居，終身供侍不得有闕，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，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，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，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，阿馮終身又不乏養，所有罪犯並准赦。

太宗詔從李昉等議，並處罰徐鉉、張佖各奪一月薪俸。李昉等四十三人推翻徐鉉、張佖等依《唐律》、《宋刑統》以來，訟母不孝處死的舊法，而形成子告母不處死的新法，其論據是援引禮義。

上述案例中，踐禮是重要精神。一、政府的施政，以創造實踐禮的環境為重要職責，宋代大家族已漸消退，「家」趨向小家庭發展，「家」的資源有限，更突顯了家的脆弱性，因此「繼絕存亡」的禮義，運用到解決「家」的矛盾、糾紛；二、禮的實踐，須有客觀環境的條件：安崇緒為禁兵，並非全無收入的貧民，但他之所以爭取父財，是為盡孝奉養生母蒲氏。此一動機被李昉等四十三人接受，李昉等人承認盡人子之禮，以奉養生母，須有物質基礎，安崇緒為追求此一物質條件以踐禮，故其訟繼母的動機，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因此不追究安崇緒之「誣母罪」，但責以須對繼母盡孝道。

(二)、編配法

 「編配法」是宋代的新刑種，體現了宋代新「王道」，「編配法」分為「刺配」、「編管」，是以編錄名籍、監督管理、限制犯者人身自由為特徵的刑種。《清明集》「懲惡門」案例，清除社會「罪惡」，即常用編管，使犯者「去」其故里，限制其活動，作為懲罰手段，期使犯者還有自新的機會。

劉寺丞判詞，將官氏家族的犯行，羅列於下﹕

蓄養惡少過犯，百十為群，以為爪牙鷹犬。私置牢獄，造慘酷獄具，如﹕蒺藜、槌棒、獄仗、銅鎚索、手足鎖之類色色有之，兵仗、弓、刀、箭鏃，特其末者。最慘酷者，取細砂炒，令紅赤，灌入平民何大二、羅五二、五三、廖六乙耳內，使之立見聾聵。追到被苦之人，流涕供對。雖蠻夷之地，未必行此，而官氏王民，乃爾不道。其家造兩鹽庫，專一停塌私鹽，搬販貨賣，坐奪國課，致順昌一縣，敗壞二十餘年，累政縣令，緣此皆罷。又私置稅場，攔截紙、鐵、石灰等貨，收錢各有定例，贓以萬計。因此白奪平民屋業，富壓兩縣。常殺耕牛以數百計，牛馬大耗。又掠人女與妻，勒充為婢，不償雇金，在法當絞。奪人之妻，擅改嫁與惡少爪牙，而取其財。一鄉千家，父母不得子其子，夫不得妻其妻。歛索八百人財物，以防盜結願為名，又白掠五百餘人，以修橋為名，得財入己，民敢怨而不敢怒。至如占人田業，責立虛契，無錢付度﹔借人錢物，已償復取﹔伐人墓林，棄人屍柩﹔勒被害人親書罪狀，以盜誣之，用為到官張本。奪人之貨，毆人致死者有之，脅人自縊者有之。私行文引，捕人拷掠，囚之牢房，動經旬日。拆去官道橋梁石址，以架造私室，事發之後，輒偽作達官書劄，欺詐郡縣。

官氏家族恃強，武斷鄉曲，前後達三十年之久，判詞中說官氏一族之所為「雖蠻夷之地，未必行此」，而其所為之野蠻，與文明風教恰成對比。官氏家族之「不道」，
出於其家族「專斷」，不知反省。

官日新的犯行，屬「雜犯死罪」，
但判官僅處以「脊杖二十、刺配新州」的處罰。而母親官八七嫂劉氏、官世肅則「勘正別斷」。

� 宋太宗時奏議的過程如下：審刑院→大理寺→刑部→審刑院→皇帝→中書省→尚書省。參王雲海編，《宋代司法制度》，頁322。


� 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》，(臺北：新興書局，民國52年)，卷170，頁14724-2。徐鉉議曰：「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，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。如已離異，即須令馮歸宗；如不曾離，即崇緒准法訴母處死。今詳案內不曾離異，其證有四：崇緒所執父書，只言遂州公論，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為離異，固非事實，又知逸在京，阿馮卻來知逸之家，數年後知逸方死，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證一也。本軍初勘，有族人安景泛證云：己曾離異，諸親具知，及欲追尋諸親，景泛便自引退其證二也。知逸有三處莊田，馮卻後來自占兩處，小妻高占一處，高來取馮莊課，曾經論訟，高即自引退，不曾離其證三也。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，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。」


� 《文獻通考》，卷170，頁1473-2。《宋史》，卷201，〈刑法三〉，頁5005。


� 《清明集》，卷12，〈母子不法同惡相濟〉，頁471-472。


� 《唐律》的不道是指﹕「安忍殘賊，背違正道，故曰不道」，參見劉俊文，《唐律疏義箋解》，卷1，〈名例〉，頁59、91。「不道」包含了四種罪﹕1.殺一家非死罪三人﹔2.支解人﹔3.造畜蠱毒﹔4.厭魅。其中前二項殺人方法殘忍，屬於「安忍殘賤」之行為﹔後兩種則以邪道害人，屬「背違正道」的行為。


� 宋代的「雜犯罪」指十惡、故意殺人、監主自盜、受賕枉法、監守內奸等重大罪名以外一切犯罪行為。參郭東旭，《宋代法制研究》，頁24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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